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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包容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刘毓芸，　曾　燕，　汪寿阳，　严翠欣  

［摘要］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之一，其兼收并蓄的精神内核有助于从需

求端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主要考察文化包容性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认为其一方面推动了金融交易摆脱熟人关系构建的短半径投融资网络，转向交易半径更

长的数字普惠金融工具；另一方面，促使信息和数据传输突破社交强关系网，为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提供数据基础。本文利用微观调查问卷度量的中国 297 个地级行政单位的文化

包容性程度，结合 2017—2023 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发现：文化包容性

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好；文化越包容时，人们越不依赖熟人、宗族等短半径投

融资渠道，而越倾向选择交易半径长的数字普惠金融工具；在文化越包容的地区，数字普

惠金融平台被用户授权了更多数据，企业、平台、机构之间数据授权与安全传输所依赖的

区块链技术获得了更多投资，企业也更加重视数据共享与数据资产。本文为理解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中存在的普惠性不足问题提供了需求侧解释，为理解中华文化在数字经济时

代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机制，也为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

华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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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普惠地满足各阶层的金融需求。近年来，

尽管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普惠性水平仍有待提升。例如，虽然大科技信贷、供应链金融等新兴

信贷模式帮助金融中介降低了不良率，但仍有大量中小微企业因长期缺乏信用记录，导致其融资难

问题难以通过数字技术得到解决。截至 2023 年 9 月，中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有 1.22 亿户，而普

惠小微授信户数 6107 万户，仅占 1/2。根据《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1 年）》显示，尽管农村

受访者数字支付使用率约达 70%，但由于信用基础数据采集困难，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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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如，尽管各平台推出了种类多样且使用便捷的数字普惠金融工具，但家庭在面临信贷需求

时，大多数情况下仍会优先选择银行等金融机构或亲朋好友等私人借贷渠道，而愿意选择数字普惠

金融工具的家庭比例不到前两者的 1/20。①

目前，学术界和政策界主要关注数字普惠金融供给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诸多积极影响，却忽略了

其普惠性不足的问题及背后的需求抑制机制。例如，大量文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消费与

投资、缩小收入差距、支持创新创业、重塑金融监管体系、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居民幸福感

等方面的作用（黄益平和黄卓，2018；曾燕和查佳婧，2024）。政策界侧重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增强数

字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而对需求端的关注度相对不足。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不仅受制于供给端，同样也受到需求端因素的显著影响。从宏观层面看，曾燕等（2024）分析了中国

31 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及其多维影响因素，发现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在不同阶段交替

发挥主导作用，浙江、广东等省份在 2018 年前后依次进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转换的“瓶颈阶

段”，其数字普惠金融需求的增长显著低于其他地区，需求抑制成为制约这些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的主要原因；Leonardi et al.（2001）指出，即便金融供给相同，当所处区域的文化不同时，其运行结

果也可能呈现出显著差异。从微观层面看，大量研究表明，即使在数字金融平台上，投资者依然表

现出明显的本地偏好。这一现象很可能源于本地社交网络、信任感以及金融习惯等因素对金融需

求的抑制作用。然而，仅有少数文献关注了居民受教育程度、使用金融工具的习惯、民生需求等影

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需求端因素（郭峰和王瑶佩，2020；王修华和赵亚雄，2022；曾燕等，2024）。

因此，从需求角度探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探讨文化包容性如何从需求端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产生影响。2023 年中央

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包容性作为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一，其精神内核在于兼收并蓄，有助于突破关系、身份

及社交距离等限制。这一特征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初衷，即提升金融服务的包容性以满足各阶

层的金融需求相契合。正如银行发展史上格莱珉银行的案例所揭示的，②普惠金融这一概念的提

出也是得益于文化包容性的推动。文化与金融领域的相关文献尽管考察了中国宗族文化、种植文

化、企业文化等维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如潘越等，2019；Chen et al.， 2022），但较少关注文化包容性

的作用。

理论上，本文认为，文化包容性越强，就越有助于扩大金融交易半径、增加数据供给，进而从需

求端驱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文化包容性本质上是对多样性所带来风险的主动承担。文化越包

容，人们承担风险的意愿随交易对手身份背景不同而变动的敏感程度越小。这一方面有助于微观

个体在进行投融资决策时突破社会身份所划定的熟人间短半径交易，通过更具普惠性的数字金融

平台寻找收益与风险的最佳结合点，带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黄益平和黄卓，2018）；另一方面，有助

①　根据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信贷需求部分问题统计所得。

②　根据《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格莱珉银行起源于 1974 年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在孟加拉国

一个村庄的小额信贷实验，现已发展成为规模最大、运作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小额贷款金融机构之一，并

被众多国家学习借鉴。在成立之初，格莱珉银行便以包容性为原则，强调让所有人在有需求的时候能够以

合适的价格方便快捷并有尊严地享受金融服务。作为其运营模式的“灵魂”——“十六条公约”，也强调了

包容性。例如，“我们不应该对任何人施加不公平的待遇，也不应该允许任何人这样做”“我们应该随时准

备互相帮助。如果任何人遇到困难，都应该帮助他/她”。截至 2019 年底，格莱珉银行已服务孟加拉国超过

93% 的村庄，其所创新的运营模式成为小额信贷类普惠金融业务的灯塔和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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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息与数据传输突破基于亲缘、地域、身份等建立的人际强关系网，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数

据基础，进而从需求端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Granovetter， 1973； Larson and Lewis， 2017）。

实证上，本文利用相关年份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度量了中国 297 个地级行政单位

（简称地级市）文化包容性程度，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检验了文化包容性对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文化包容性越强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当文化越

包容时，人们越不依赖熟人、宗族等短半径投融资渠道，而越愿意选择交易半径长的数字普惠金融

工具；在文化越包容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被用户授权了更多数据，企业、平台、机构之间数据

授权与安全传输所依赖的区块链技术获得了更多投资。当考虑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文化包容

性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结论依然成立。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存在两方面的边际贡献：一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数字普惠金

融的经济影响（黄益平和黄卓，2018；张勋等，2020），然而，对于其普惠性不足的问题及其背后的需

求侧因素鲜有关注。此外，这些研究也未能充分解释在中国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

地区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仍存在鸿沟的原因。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需求端考察文化包容性

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及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文化与金融领域

的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中国宗族文化、稻作文化、企业文化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潘越等，2019；Chen 
et al.， 2022）。然而，上述研究大多是立足文化的外在形态来进行描述，本文则立足于文化的内在

特征展开研究，并提出了包容性这一新视角。

二、理论分析

1.概念界定

文化包容性的精神内核是兼收并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

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

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

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周易》中记载：“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大地一样具有包容万物的高尚品德。在《礼记》中包容性被表述为：“万物并

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天下万物能一同发育而不相互危害、各种行为准则能同时进

行而不相互矛盾。公元 638 年，唐太宗给景教①的诏书中写道：“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

济众生”，意思是只要是有利于民生福利的“道”，无论以怎样的载体来体现，都应得到包容（叶朗，

2014）。近代学者费孝通将包容性总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承

认、尊重并包容世界文化多样性，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

文化包容性这一概念在经济学文献中鲜有提及。为便于深入分析，本文将在经济学语境下对

其进行定义。通过分析关于包容性的重要讲话以及中国古代典籍中与包容性相关的表述，不难看

出，文化包容性兼收并蓄的内涵在本质上是对身份多样性所带来的风险的主动承担（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3）。当交易对手的身份背景（如地域来源、社会关系或宗教信仰等）越多样化时，人

们通常认为交易风险会相应增加，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且缺乏有效惩罚机制的情况下（黄少卿，

2012）。然而，在文化包容性强的地区，人们普遍更愿意承担这一风险，或者说，人们承担风险的意

①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一个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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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随交易对手身份背景不同而变动的程度更小，即兼收并蓄。基于此，本文在经济学语境下将文化

包容性定义为：人们对交易风险的承担意愿随交易对手身份背景不同而变化的不敏感程度。

上述定义所描述的文化包容性，恰恰是社会认同理论中所揭示的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tism）与外群体歧视（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现象的对立面。这种现象表现为人们更加信

任和偏爱同一群体内的成员，而排斥与歧视外群体成员。其内在逻辑是通过风险感知的排他性选

择强化社会边界，而非促进包容（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3）。在文化包容性强的地区，人们对交

易对手社群身份多样性所带来的交易风险有相对更强的承担意愿，因此，更有助于打破阿马蒂亚·

森（2009）所提出的寄生于身份的命运幻象。

本文对文化包容性的定义与统计性歧视、声誉惩罚机制并不冲突。统计性歧视强调客观先验

信息，即依据过往统计所呈现的不同群体在某些特征上的系统性差异，利用个体所属群体的特征来

差别化地预期个体特征。声誉惩罚机制是指在俱乐部规范的约束下，人们预期俱乐部内部成员之

间会自动进行诚实交易，否则将面临俱乐部所有成员的联合惩罚，从而承受更大损失。该机制形成

的可信承诺能够在经济金融活动中有效约束交易对手的行为，并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青木昌

彦，2001）。统计性歧视和声誉惩罚机制将群体身份视为能力或忠诚度的标签，从而帮助人们降低

信息成本和道德风险（黄少卿，2012）。在文化包容性强的地区，人们主动承担交易对手身份多样性

带来的风险，这有助于纠正身份偏见。正如李斯所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

故能就其深”。

本文所探讨的文化包容性定义，与文化经济学文献中的“普遍道德”（Moral Universalism）概念

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一定差异。普遍道德也称广义道德（General Morality），是指人们对其群体内

部成员和外部成员表现出类似的利他和信任的程度；与普遍道德相反的是“有限道德”（Limited 
Morality），即信任与合作只局限于关系亲近的家庭成员或组织成员之间（Platteau， 2000）。Tabellini
（2008）将对道德进行分类的思想引入了经济学模型，此后一系列研究考察了普遍道德对建立市场

制度、法律发展、企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但文化包容性这一概念比普遍道德更具一般性，且具有

更深层次的微观基础。普遍道德是指信任与合作等与人为善的行为不局限于关系亲近的家庭成员

或组织内部；而文化包容性概念中的兼收并蓄包括更一般、更广泛的行为而不局限于与人为善。文

化包容性所比较的群体身份也更具一般性，不局限于家庭成员或组织成员内部。此外，普遍道德对

应的微观基础是个体的行为，而文化包容性对应的微观基础是个体在行动之前的信念和预期，是更

深层次的力量。

2.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阐释文化包容性从需求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双重机制。一是

金融交易半径增大机制，即文化包容性有助于微观个体在进行金融交易时突破基于地域、亲缘关系

的短半径熟人间借贷（Pendakur and Pendakur， 2002），而更倾向选择交易半径更长的数字普惠金融

平台，进而在需求带动下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金融交易存在风险，在投资之前需要进行风险评

估。相较于与不熟悉的人进行交易，熟人间的声誉惩罚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违约行为（青木

昌彦，2001）。但是，熟人间的社交半径限定了个体对不同选项收益与风险的比较范围，而在数字普

惠金融平台，个体可以拓宽交易半径以寻找收益与风险的最佳结合点（吴雨等，2020）。个体如何在

两类交易渠道间进行选择，会受到文化包容性的影响。根据文化包容性的经济学定义，当其他条件

相同时，相较于低包容性个体，高包容性个体对投资风险的承担意愿更不容易受到其与交易对手社

交距离的影响，因此，更有可能选择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当一个地区的文化包容性越强，即高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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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个体所占比例越大时，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进行金融交易的需求也随之提升。同时，在供给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也更易促进该经济体数字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二是数据要素的供给促进

机制，即文化包容性将激励微观个体向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授权数据，并在帮助微观个体寻找风险与

收益最佳结合点的同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基础数据要素（Larson and Lewis， 2017）。具体

而言，根据文化包容性的经济学定义，当其他条件相同时，相较于低包容性个体，高包容性个体对数

据泄漏风险的承担意愿更不容易受到其与交易对手社交距离的影响。因此，文化包容性有助于数

据要素流通突破基于地域、亲缘关系等构建的强关系网（Granovetter， 1973），使宏观层面的数据和

信息流通更为有效。当一个地区文化包容性越强，即高包容性个体占比越大时，数据要素供给越

多，越有利于该经济体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接下来，本文将借助一个简明的数学模型，对前述理论机制进行阐述。参考 Tabellini（2008）的

模型，假设一个经济体由标准化为 1 的无穷多个微观个体组成，任意个体 i与 j之间的社交距离服从

均匀分布：dij~U [ -d，-d ]，dij 的值越小，表示二者越亲近；值越大，表示二者越陌生；-d 和
-d 均为正的外

生参数。

假设某任意个体 i 即将进行金融投资交易。期初 i 向随机分配的潜在交易对手 j投资， j ≠ i，期

末 j 履约向 i 支付本息和。个体用于金融投资的本金标准化为 1，不存在通货膨胀。假定有两种交

易渠道可供选择：一是传统熟人借贷，投资比例为 pi，0 ≤ pi ≤ 1；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工具，投资比例

为 (1 - pi )。在传统熟人借贷渠道，假定 1 个单位投资在期末的本息和 rF = r0 > 0，其中，r0 为外生常

数。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假定 1 个单位投资在期末的本息和 rD = r ( Di )，其中，Di ≥ 0 为个体决定

授权的数据量，r ( )∙ > r0， r′ > 0，r ″ < 0。r ( Di )的经济学含义是，授权的数据要素越多时，越能通过与

更多产品匹配而筛选出收益率更高的项目，但边际收益递减。假定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存在法律或

声誉惩罚机制等对违约行为的惩罚制度，但由于制度存在不完备性且运转需要成本，因此并不能完

全约束违约行为。

这里对个体的效用函数进行假定。假定个体具有风险厌恶特性，个体 i与潜在交易对手 j进行

一项有风险的金融投资交易时，投资本金 pi 的效用函数①为 uc ( pi ) = pi rc - εij ( pi rc )2，其中，c 为 F 和

D，分别代表传统熟人借贷渠道和数字普惠金融平台，εij 为服从指数分布的随机变量，期望和标准

差随 i与 j的社交距离 dij 的增加而递增（Cohen et al.， 2008）。

考虑到传统熟人借贷渠道和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风险约束机制不同，本文分别在这两种交易

渠道下对 εij 的分布进行假定。在传统熟人借贷渠道，由于存在声誉惩罚机制（青木昌彦，2001），假

定 εF
ij ~Exp ( λ/dij )。其中，F 表示传统熟人借贷渠道，λ > 0 为常数。dij 越大时，E ( εF

ij ) = SD ( εF
ij ) = dij /λ

①　对效用函数假定的理由如下：一是 uc ( pi ) = pi r
c - εij ( pi r

c )2 满足效用函数的凹性假定，保证了优化问题有

解。二是通过假定收益对效用的影响是一次的，而损失对效用的影响是二次的，该效用函数可以满足经济

学中边际效用递减的基本假定。三是该效用函数允许效用为正也允许效用为负，符合投资收益为正时投

资者效用为正、投资收益为负时投资者效用为负的基本心理。四是由于指数分布的随机变量取值为正，因

此，εij 反映了交易对手 j每违约 1 个单位的本息和给 i带来的效用损失，这使得该效用函数满足个体风险厌

恶的假定，即当损失风险越大时，投资者效用越低。五是现实中，当交易对手违约时，投资者不仅需承受金

钱上的损失，还需耗费额外的时间成本，等待公安机关追回损失。鉴于统计学中通常假定随机服务系统的

等待时间服从指数分布，因此，本文采用服从指数分布的随机变量 εij 来反映交易对手 j违约给投资者 i带来

的时间成本。-εij pi r
c2 反映投资者效用受到交易对手违约带来的风险厌恶（-）、时间成本（εij）、金钱损失

（pi r
c）的联合影响，以及边际效用递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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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表明越不容易利用熟人关系实施声誉惩罚，因此，交易对手违约的可能性越大，损失风险越

大。λ 越大时，E ( εF
ij )和SD ( εF

ij ) 越小，表明损失风险越小，即声誉惩罚越有效。在数字普惠金融平

台，假定违约风险对个体效用的影响程度不仅取决于文化包容性的强弱，还与个体授权数据要素的

多寡相关。具体地，假定 εD
ij ~Exp { αi [ ]dij L ( Di ) }。其中，D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平台，αi 表示投资者 i

的文化包容性程度，L ( Di ) 表示个体授权数据要素量 Di 可能遭遇因数据泄露而带来的财产损失风

险。假定 L ( )0 = 1，L ( )∙ > 0，L′ > 0，L ″ > 0。这表示，授权的数据要素数量越多，越有可能遭遇数据

泄露而带来损失。这与常见的损失函数设定一致，即假定边际损失递增。由于 E ( εD
ij ) = SD ( εD

ij ) =
dij L ( Di ) αi，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 αi 越大时，个体对 dij 增大所带来的损失风险越不敏感，这

符合文化包容性定义中个体对交易风险的承担意愿不随交易对手身份背景不同而变化的特性。简

单起见，假定经济体中个体的包容性程度只有两种取值，即 αH和αL，外生参数 αH > αL > 0。因此，本

文将 αi = αH 的个体记为高包容性个体，将 αi = αL 的个体记为低包容性个体。假定经济体中高包容

性个体的占比为 q，其余部分为低包容个体。qαH + (1 - q ) αL 反映了经济体的文化包容性程度，当其

他条件不变时，q、αH或αL 越大，则该经济体的文化包容性越强。为方便数学分析，本文进一步做如

下三个假定。①

假定 1：对任意 0 ≤ pi ≤1，当投资本金相同（如均为 (1 - pi )）时，个体 i采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投

资的期望效用 E[ ]uD (1 - pi ) 小于或等于采用传统熟人借贷渠道投资的确定性本息和 r0 (1 - pi )，即
r ( Di ) (1 - pi ) - r2 ( Di ) (1 - pi )2 dij L ( Di ) αi ≤ r0 (1 - pi )。

假定 1 的经济学含义是：对任意金融投资交易，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这一投资渠道不能总是严格

占优于熟人借贷渠道。如果不满足假定 1，个体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期望效用 E[ ]uD (1 - pi ) =
r ( Di ) (1 - pi ) - r2 ( Di ) (1 - pi )2 dij L ( Di ) αi 将大于或等于熟人借贷渠道下的确定性本息和 r0 (1 - pi )。
同时，由于熟人借贷渠道的期望效用等于该确定性本息和减去交易对手违约带来的效用损失

r0
2 (1 - pi )2 dij λ，假定 1 不成立将意味着任意个体的任意金额的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期望效

用总是严格高于在熟人借贷渠道的期望效用，即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总是严格占优于熟人借贷渠道，

那么个体将全部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来投资。但根据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熟人

间借贷是家庭在面临信贷需求时的首选渠道之一。因此，假定 1 符合现实情况，且界定了本文模型

讨论的边界，即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并不总是严格占优于熟人借贷渠道。

假定 2：对任意 0 ≤ pi ≤1，当投资本金相同（如都为 pi）时，个体 i 采用熟人借贷渠道进行投资的

期望效用 E[ ]uF ( pi ) 小于或等于采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进行投资的确定性本息和 r ( Di ) pi，即 r0 pi -
r0

2 pi
2 dij

λ
≤ r ( Di ) pi。

假定 2 的经济学含义是：对任意金融投资交易，熟人借贷渠道不能总是严格占优于数字普惠金

融平台。如果不满足假定 2，个体在熟人借贷渠道的期望效用将大于或等于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

的确定性本息和。同时，由于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期望效用等于该确定性本息和减去交易对手违

约带来的效用损失，假定 2 不成立将意味着个体在熟人借贷渠道的期望效用总是严格高于在数字

①　假定 1 和假定 2 旨在界定本文模型的讨论边界，即假定不同投资渠道各具相对优势，任一投资渠道很难在

所有条件下完全优于其他投资渠道。这也是资产配置理论在投资者风险厌恶设定下的结论。假定 3 旨在

避免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进行投资却不授权任何数据要素的异常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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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平台的期望效用，即熟人借贷渠道总是严格占优于数字普惠金融平台，那么个体将全部通

过熟人借贷渠道来投资。因此，假定 2 界定了本文模型讨论的边界，即熟人借贷渠道并不总是严格

占优于数字普惠金融平台。

假定 3：个体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投资比例为 (1 - pi )，对任意 0 ≤ pi < 1，个体授权数据要素的

数量从 0变动到正的无穷小量所带来的边际期望效用大于 0，即在 Di = 0处有 ∂E[ ]uD (1 - pi ) ∂Di > 0。
假定 3 的经济学含义是：只要个体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投资，相比于不授权任何数据要素，授

权即使极少量的数据要素也可带来效用改善。假定 3 的成立确保了以下这种违背常理的情况不会

发生：个体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投资量为正，但未授权任何数据要素。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优势

之一在于其利用数据要素帮助投资者拓宽交易半径，进而找到收益与风险的最佳结合点（黄益平和

黄卓，2018）。如果个体不授权任何数据要素，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将无法发挥这一优势。假定 3 确

保了个体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上进行一定规模的金融投资时，即使仅授权极少量数据，也能实现效

用提升，从而有效防止仅投资却未授权数据的异常现象发生。从现实情况看，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

投资时，个体也需要授权部分个人信息。因此，假定 3 符合现实情况。

由此，优化问题为：个体 i 决定熟人借贷渠道的投资比例 pi 和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投资比例

(1 - pi )，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下授权的数据要素数量 Di：

Ui ≡ max
pi，Di

{ }E [ ]uF ( pi ) + E [ ]uD (1 - pi )
s.t.  0 ≤ pi ≤ 1

Di ≥ 0
（1）

求解优化问题可得：①个体在传统熟人借贷渠道的最优投资比例 popt
i 关于文化包容性 αi 递减，最

优数据要素授权量 Dopt
i 关于文化包容性 αi 递增。换言之，当个体的文化包容性程度越高时，个体配

置到传统熟人借贷渠道的投资比例将越低，而配置到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投资比例将越高，并愿意

向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授权越多数据。汇总到宏观层面可得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总投资额为：q (1 -
popt

H ) + (1 - q ) (1 - popt
L )。因而可以得到：

假说 1：当同等条件下 q、αH或αL 取值越大使经济体文化包容性越强时，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市

场投资总需求越强，供给给定时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模将越大。

假说 2：当同等条件下 αH或αL 取值越大使经济体文化包容性越强时，个体选择数字普惠金融平

台进行金融投资交易的概率越大，选择传统熟人借贷的概率越小。

假说 3：当同等条件下 αH或αL 取值越大使经济体文化包容性越强时，微观个体授权的数据要素

总量越多。

三、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基于地级市层面 2017—2023 年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

归基准模型为：

FIi，t = α 0 + α 1 CI i + βXi，t-1 + Γi + Τt + εi，t （2）
其中，i 为地级市，t 为年份。被解释变量 FIi，t 为地级市 i 第 t 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核心

①　求解过程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51



刘毓芸等：文化包容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解释变量 CI i 为地级市 i的文化包容性程度；Xi，t-1 为控制变量滞后一期值；Γi 和 Τt 分别为地级市所在

省份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εi，t 为扰动项。①

1.被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合作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郭峰等，2020）。这套指数以中国代表性互联网金融机构蚂蚁金服在支付宝生态系统的数字

普惠金融方面的微观数据为编制基础，由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普惠金

融数字化程度这三个维度构建而成。其中，使用深度指数是基于用户对保险、投资、信贷等不同类

别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度量所得，侧重反映市场对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覆盖广度指数是利用

人均电子账号数及绑定的银行卡数度量所得，既包含供给的影响也包含需求的影响；数字化程度指

数主要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便利、低成本和信用化的特征，更多地反映了支付宝平台对数字普惠

金融服务的供给情况。由于本文预期从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端考察文化包容性的作用，而使用深

度指数相对更多地体现了从需求端刻画的不同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因此，主要采用数字

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进行分析。

将该指数应用于本文的研究还有两个优势：①支付宝生态系统的直接服务对象大多是微观个

体及中小微企业，而非上市公司或规模以上企业，前者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更有可能受到其所在地文

化的影响，因而适合用于考察文化包容性的影响。②本文理论分析认为，文化包容性对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需求端而非供给端。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这三个指标

所包含的供给端和需求端信息各有不同，恰好可以帮助本文对机制进行区分。

2.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包容性

参考文化经济学文献的常用做法，本文通过微观调查问卷中个体对相关问题的回答得分在宏

观层面的汇总来度量文化包容性（Alesina and Giuliano， 2015）。鉴于本文对文化包容性的定义是人

们对交易风险的承担意愿随交易对手身份背景不同而变化的不敏感程度，同时考虑信任的基本定

义为人际交往中对风险的承担意愿（Johnson-George and Swap， 1982），因此，微观调查中被访者对

不同身份群体信任程度的标准差可以作为本文所定义文化包容性的一种度量方法。若一个地区人

们对不同身份群体信任程度的标准差越大，表明他们对交易风险的承担意愿会随着交易对手身份

背景不同而变得更加敏感，从而反映出当地文化的不包容性；相反，若标准差越小，则意味着当地文

化更具包容性。

具体地，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利用 2016 年和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分两步得到中国各地级市的文化包容性指标。

第一步，将个体对不同身份群体信任程度的标准差取相反数，得到：

CIg，i，t = -SDg，i，t (Trustg，i，k，t ) （3）
其中，g 为个体；k = 1，2⋯，L 为第 k 类身份群体。Trustg，i，k，t 为调查问卷中被访个体对第 k 类身份

群体信任程度的打分，这些身份群体包括：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同乡、陌生人、一起工作或做

事的人、买东西接触的生意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对应于问卷问题 I7.11.1.w16 中的全部身份群体）。

CIg，i，t 反映了来自地级市 i 个体 g 在第 t 年调查时的包容性程度，但个体层面的包容性程度除了受到

当地文化包容性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若直接进入实证分析容易引入内生性，因此，

还需要通过下面的步骤来提取地级市层面不被其他因素污染的文化包容性程度。

①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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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利用式（4）得到地级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文化包容性指标 CI i。文化经济学认为，地

域文化代表一个地区人们的普遍特征，且在短期内几乎不随时间变化（Alesina and Giuliano， 2015）。

因此，本文参考现有文献的常用做法（Guiso et al.， 2009），将各地级市微观个体的包容性程度 CIg，i，t

同时进行地级市固定效应 CIi 和年份固定效应 Yt 的回归（不包含常数项）。各地级市固定效应的估

计系数 CI i 代表各地级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文化包容性程度，这样的处理使得 CI i 中滤去了时变

因素的影响 Yt 与被访者个体特征的影响 ηg，t。具体回归方程为：

CIg，i，t = CIi + Yt + ηg，t （4）
其中，ηg，t 为扰动项。

考虑上述方法的稳健性，本文在文化包容性指标构建方面进行了拓展。首先，考虑身份群体的

多种取法，将式（3）中对全部身份群体都用于计算标准差的做法更换为在多种排列组合下取身份全

集的子集计算标准差。其次，为了避免本文结果是使用式（4）提取固定效应估计值所得的偶然结

果，将微观个体的包容性程度 CIg，i，t 在地级市层面做简单平均来度量，从而得到分别由 2016 年和

2018 年 CLDS 问卷各自度量所得的各地级市文化包容性指标：CIi，t = Meanit (CIg，i，t )。接着，考虑到地

级市层面指标对微观调查抽样随机性的要求更高，可能更难以满足，因此，本文将式（4）中提取地级

市固定效应改为提取省级固定效应，从而得到省级层面文化包容性指标。最后，考虑到 CLDS 的其

他局限性，本文还使用 2005—2015 年各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
和 2012—2018 年各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两个微观调查数据库数

据来度量文化包容性。①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加入以下几类控制变量：①反映金融需求的人均 GDP 水平、人均投资水

平、就业情况与平均工资等指标；②反映传统金融供给的金融机构人均存款和贷款规模；③数字普

惠金融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接入用户数规模；④反映居民受教育情况的每万人拥有的普通高等

学校数；⑤省会城市虚拟变量、地级市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Γi 和年份固定效应 Τt。以上变量数据来

源于 CNRDS 和 CSMAR 数据库。②

除此之外，本文还控制可能与文化包容性及数字普惠金融同时相关的两类变量（潘越等，2019；
Chen et al.， 2022）：宗族文化和普遍信任。首先，宗族文化可能与文化包容性相关。相较于宗族文

化弱的地方，人们更信任核心家庭内部成员，而宗族文化的增强将信任半径扩展至宗族成员，不再

仅仅局限于核心家庭成员。这缩小了人们对核心家庭成员与远亲之间的信任差异，有助于增强包

容性。但当宗族文化过强时，人们对宗族内成员和宗族外成员的信任差异将被拉大，有可能降低包

容性。因此，文化包容性可能随着宗族文化的增强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次，宗族文化可

能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分别表现为金融替代效应与半径增大效应。金融替代效应是指私人借

贷等短半径投融资渠道与传统正规金融机构、数字金融平台等长半径投融资渠道之间存在替代效

应，前者发展越好，越不利于后者发展。例如，潘越等（2019）研究发现，地区内的宗族文化越浓厚，

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此时，人们依靠宗族的社会关系网融资，因而对传统正规金融、数

字普惠金融等中长半径投融资渠道的需求减弱，这将不利于传统正规金融机构和数字普惠金融平

①　上述稳健性指标的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②　由于各控制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缺失，本文采用线性增速插值法进行补充。互联网接入用户数在

2020 年各地级市均缺失，本文采用上一年的值进行补充。

53



刘毓芸等：文化包容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台发展（Chen et al.， 2022）。半径增大效应是指相比宗族文化弱的地区家庭关系网仅局限于核心家

庭内部，在宗族文化强的地区，宗族活动加强了远亲之间的交流而拓宽并加固了家族关系网，这有

利于增强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扩大金融活动的交易半径，进而提高金融服务普惠性。这两种效应

一正一负，其叠加效果可能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宗族文化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需要

同时控制宗族文化的一次项与二次项，以免文化包容性的估计系数有偏。宗族文化的度量方式与

已有文献一致（潘越等，2019），采用宋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每百万人拥有家谱数量的对数值

度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

本文选取与信任相关的微观调查问题来度量文化包容性，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此时文化包容

性的估计系数既可能反映了文化包容性的影响，也可能反映了信任的影响。因此，本文需要进一步

控制各地级市的普遍信任程度，即“平均来讲你认为大多数人是否可信”，来剔除信任的影响。普遍

信任数据来源于 2016 年和 2018 年 CLDS，与式（4）做法类似，也是将个体的回答在地级市层面提取

固定效应所得。

4.机制变量

为了检验机制一，即文化包容性有助于扩大金融交易半径进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

采用的变量为微观个体对不同投融资渠道的选择。数据来源于 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甘犁，

2022）。对应的调查问卷问题为［E3005da］：“您家计划从下列哪个渠道借入所需资金（可多

选）？”。选项包括：①银行、信用社等正规融资渠道；②亲朋好友；③民间金融组织等民间融资渠

道；④网络借贷平台；⑤消费金融公司。其中，选项①对应是否选择传统正规金融机构的虚拟变

量，选项②和③归入是否选择私人借贷的虚拟变量，选项④和⑤归入是否选择数字普惠金融平台

的虚拟变量。

为了检验机制二，即文化包容性有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需的数据要素供给数量，本文

采用以下变量：①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上用户数据授权情况的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标与使

用深度指标的分项指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郭峰等，2020）。这两类指标数值

越大，意味着客户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进行的交易越多、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种类越多，所授权

的个人信用数据也将越多。因此，这两类指标一定程度反映了微观个体向普惠金融平台供给数据

要素的数量。②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工具，即区块链上企业、平台、机构之间数据授权情况的区块链

投资指标，利用上市公司截至 2022 年底的公告内容中是否明确提及正在投资或从事区块链技术相

关事项的虚拟变量来度量，是=1、否=0，数据来源于 CNRDS 数据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需数据除

了来自平台对用户数据的采集，还来自不同企业、平台或机构之间的数据传输。但是，在数据传输

过程中，为同时解决便捷性与安全性的双重挑战，需借助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所集成的分布式

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智能合约等新型应用模式，有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

数据的合法授权、安全传输、及时更新和便捷获取（龚强等，2021）。由于采用区块链授权数据安全

的前提是需要一定数量的相关企业、数字平台或机构投资加入区块链网络，因此，企业对区块链技

术的投资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平台、机构之间利用区块链进行数据授权与传输的积极

性。③反映上市公司数据共享与数据要素获取情况的数据资产指标，利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数据共

享和数据资产相关词汇出现的词频占年报总词频的比例度量，数据来源于 CNRDS 数据库。上市公

司年报中数据共享相关词汇出现的频率一定程度反映了该上市公司向数字金融平台授权数据要素

的意愿，这是因为当上市公司数据授权意愿越强烈时，其年报中出现数据共享相关词汇的频率可能

越高。上市公司所拥有的数据资产一定程度反映了微观个体和其他机构向该上市公司授权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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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这是因为只有当微观个体和其他机构向上市公司授权的数据越多时，该上市公司才能合法持

有更多数据资产。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式（2）的基准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核心解释变

量为文化包容性基准指标，各列依次加入各类控制变量，标准误类型为稳健标准误。①结果显示，

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文化包容性每提高 1 个单位，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增加约 14.19 个单位

（大约相当于均值的 6%），且在 1% 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已有文献相符（郭峰和王瑶

佩，2020）。人均 GDP 水平越高、金融机构人均存款越多或贷款越少的地方，人们对普惠金融的需

求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得分越高。在省会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得分更高。适度的宗族文化有利

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这是源于作用相反的两种效应，即金融替代效应与半径

增大效应。

表 1 基准回归结果

文化包容性基准指标

金融需求

传统金融供给

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

居民受教育情况

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宗族文化及其二次项、普遍信任

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 R2

（1）
20.8547***

（2.7111）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2076
0.7767

（2）
17.6685***

（1.8570）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1791
0.8868

（3）
14.5219***

（1.7925）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1790
0.9019

（4）
14.0761***

（1.7917）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1751
0.9086

（5）
14.1920***

（1.7745）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1751
0.9105

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在 2017—2023 年原始样本量为 2348，与文化包容性匹配后样本量变为 2076，
加入控制变量后由于变量缺失样本量有所减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 的

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2.内生性讨论

本文的回归方程以及对文化包容性的度量方法中可能存在如下内生性问题：①反向因果。本

文度量文化包容性时，利用了 2016 年和 2018 年 CLDS 中被访者对相关问题的回答得分在宏观层面

①　参考已有文献，本文分别采用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标准误和聚类到省级层面的标准误，结

果显示，文化包容性的估计系数在不同标准误下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异方差问题影响有限。文中统

一报告了稳健标准误结果，完整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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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总数据，但这一回答可能是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的结果，即金融上的包容促进了文化上的

包容。②遗漏变量。可能存在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文化包容性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③测量误差。由于微观调查在地级市层面所抽样的个体可能代表性不足，且各轮调查中被抽样个

体均发生变动，因此，仍可能存在被抽样个体代表性不足而引发的测量误差问题。④样本选择偏

误。将微观个体的回答在地级市层面提取固定效应时，如果微观调查在地级市层面的抽样不够随

机，将导致测量有偏。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取了三种应对策略。

（1）针对反向因果、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问题，本文选取三个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

计。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各地级市方言中第一人称单数（即“我”）和复数（即“我们”）表达是否一致的

虚拟变量，是=1、否=0。不同方言在“我”（“我们”）上的发音和用词存在差异。在某些方言或语言

中，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是同一种表达方式；在普通话及更多的汉语方言中，二者的表达方式通常

存在差异。方言通常是人们出生后最先学习的语言。语言是人们处理信息的编码和解码工具，影

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Arrow， 1969）。根据霍夫斯泰德洞察（Hofstede Insights），母语中是否区

分第一人称单数和复数，反映了人们对身份的敏感程度。“我”是个人身份的代词，“我们”是集体身

份的代词。根据本文对文化包容性的定义，对身份越敏感，文化越不包容；反之，对身份越不敏感，

文化越包容。基于此，本文利用各地级市方言中不区分“我”和“我们”的方言片占比作为文化包容

性的工具变量，资料来源于《汉语方言学大词典》（詹伯慧和张振兴，2017）所收录的方言语法学文

献。考虑到出生于讲何种方言的地区是随机的，该工具变量不会通过其他机制影响人们对数字普

惠金融的需求，满足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假定。

第二个工具变量是各地级市平均坡度。王萍和刘敏（2020）指出，坡度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对

无形文化的空间分布与传承起基础性作用。沈园等（2018）发现，在中国，文化多样性指数较高的地

区主要分布在平均坡度较大的第一、第二级阶梯过渡带与第二、第三级阶梯过渡带，这是因为坡度

较大的地带往往地貌复杂、生态环境多样，为多民族聚居提供了空间与条件，也更有可能加剧身份

偏见，降低文化包容性。因此，本文采用平均坡度作为文化包容性的工具变量，数据来源于封志明

等（2014）。考虑到坡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渠道主要在供给端，如复杂地貌可能不利于宽

带铺设，但由于本文已经控制了互联网接入程度，而且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反映需求端的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情况，因此，平均坡度这一工具变量满足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假定。

第三个工具变量是 1902—1920 年每万人基督教教堂数量，数据来源于《1901—1920 年中国基

督教调查资料》。1840—1920 年，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截至 1920 年，超过 94% 的县记载了传教

活动。鉴于文化变化的缓慢性（Alesina and Giuliano， 2015），本文推断当前文化包容性较高的地区，

其历史上的文化包容度也应相对较高。这意味着，在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期间，这些地区对外来

宗教的接受更为顺畅，1902—1920 年当地每万人基督教教堂数量会更多。因此，当前的文化包容

性与 1902—1920 年每万人基督教教堂数量可能存在正相关性。就排他性而言，过去的每万人基督

教教堂数不会直接影响当前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即使考虑到其对教育的长期影响，鉴于本文

已经控制了反映居民受教育情况的每万人拥有普通高等学校数这一指标，因此，该工具变量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了排他性假定。

回归结果如表 2 第（1）、（2）列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与预期一致，当地的汉语方言不区分第

一人称单数和复数表达、平均坡度越小、每万人基督教教堂数量越多时，文化越包容。第二阶段回

归结果显示，考虑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文化包容性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依然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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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内生性讨论

文化包容性

方言是否区分“我”和“我们”

平均坡度

每万人基督教教堂数量

控制变量/固定效应

样本量

调整 R2

（1）
数字普惠金融

使用深度指数

68.3952***

（18.1041）

是

1107
0.9984

（2）
文化包容性

0.1149***

（0.0241）
-0.0024**

（0.0011）
0.0015***

（0.0003）
是

1107
—

（3）
数字普惠金融

使用深度指数

16.0714***

（3.0461）

是

1714
0.9086

注：第（1）、（2）列为工具变量回归总结果和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这两列中文化包容性均为基准指标。第（3）列

为采用地名得名由来度量的文化包容性估计式（2）的结果。工具变量回归的弱识别检验 KP F 统计量为 17.46；
冗余性检验 LM 统计量为 49.56，p 值为 0.00；过度识别检验 Hansen J 统计量为 0.99，p 值为 0.61；内生性检验

Durbin-Wu-Hausman 统计量为 13.17，p 值为 0.00。

（2）本文利用文化包容性更加外生的度量指标重新估计了式（2）。地名是地域文化载体，反

映了当地人们的社会心理与思维认知（Oto-Peralías， 2018）。相较于其他文化载体，地名具有更

强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更能反映代际传承中的文化特征。因此，借鉴 Oto-Peralías（2018），本

文采用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简称地名分类规则）

中各地地名由来的分类规则，以及 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简称地名大词典）所记

录 123475 条地名由来，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得到文化包容性的度量指标。由于这两份原始资料的

记录时间均早于本文样本期，也早于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最早提出的时间，再加上地名不易

时变的特性，由此度量的文化包容性指标相对更加外生。具体度量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地名分类规则中所列举的各类得名由来，本文筛选了与文化包容性关联度最强的

几种。①因同姓氏聚居或宗族祠堂建筑得名。姓氏和祠堂均是反映宗族文化的重要指标，而由于

宗族文化对族群利益的强调，可能会强化有限信任，进而“挤出”普遍信任（陈斌开和陈思宇，2018）。

因此，如果地名的得名由来是单一姓氏聚居地或宗族祠堂建筑，当地对不同身份群体信任程度的标

准差可能更大，当地文化相比于其他地区有可能包容性更低。②因市集商业活动得名。贸易有助

于消除身份偏见，提高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Bisin and Verdier， 2014）。因此，如果地名的得名由来

是当地为市集活动地，当地文化相比于其他地区有可能包容性更高。③因邻近或被作为交通枢纽

得名。交通枢纽所在地人员交流互动密集，根据社会互动理论，频繁的人际互动有助于降低身份偏

见、增进包容（Pettigrew and Tropp， 2006）。因此，如果地名的得名由来是当地邻近或被作为陆地交

通枢纽，当地文化相比于其他地区有可能包容性更高。④因邻近水系或海域得名。除了陆路交通，

水上交通也有助于促进人际交流互动。如果一个地区地名的由来是邻近水系或海域，当地更容易

通过水上交通与其他地区往来互动，相比没有水上交通的地区，当地的文化更有可能因为频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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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互动而更加包容。⑤因陆地地形得名。一个地区能否成为或邻近陆地交通枢纽与当地地形有很

大关系。如果一地以山命名，其交通往往较不便利，与外界的往来互动相对不易，因此，当地文化相

比于其他地区可能包容性更低。

第二步，基于地名大词典所记录地名的得名由来，列出不同类别下得名由来对应的关键词，

并根据其与文化包容性的相关性对地名进行赋分。①地名大词典详细介绍了每个地名的地理位

置、占地面积、建设历史、得名由来等。从各地的地名介绍中提取出描述其得名由来的特定句子

后，根据该句子中是否出现相应的关键词进行赋分（Oto-Peralías， 2018）。如果其中出现与文化包

容性正相关的关键词加 1 分，出现与文化包容性负相关的关键词减 1 分，都未出现则为 0 分。

第三步，将每个地级市在地名大词典中收录地名的得分加总后除以地名总数（Oto-Peralías， 
2018），得到地名打分所度量的文化包容性指标 CI new

i =∑
s=1

Ni Scorei，s

N i

。其中，s 为各地级市被地名大词

典收录的地名，Ni 为地级市 i被地名大词典收录的地名总条数。

表 2 第（3）列报告了基于地名度量的文化包容性指标估计式（2）的结果。结果显示，给定其他

条件不变，文化包容性每提高 1 个单位，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增加约 16 个单位（约为均值的

7%），且在 1% 水平上显著。

（3）针对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参考 Chetty et al.（2009），本文利用随机再抽样方法进行处理，结果

仍然稳健。②

3.机制检验

（1）机制一：扩大金融交易半径。本文按照交易半径由短至长，依次检验地区文化包容性对当

地居民选择不同融资渠道的影响。参考吴雨等（2020），基于调查问卷中可得的数据，表 3 各列控制

了被访个体的特征：是否农村户口、在居住地是否有住房，以及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及总负债。表 3
的回归结果显示，一个地区的文化包容性越强，当地居民在面临资金需求时，就越少依赖私人借贷

网络这一短半径融资渠道，而更倾向于选择交易半径更长的数字普惠金融平台。

表 3 机制检验：扩大金融交易半径——交易渠道选择

文化包容性基准指标

控制变量

样本量

拟 R2

被解释变量：对于家庭目前的资金需求是否计划通过如下渠道融资？是=1、否=0
（1）

短半径：

私人借贷网络

-0.0313**

（0.0132）
是

38063
0.0438

（2）
中等半径：

传统正规金融机构

0.0028
（0.0116）

是

38063
0.0152

（3）
长半径：

数字普惠金融平台

0.0026**

（0.0012）
是

38063
0.0009

（2）机制二：促进数据要素供给。本文检验了文化包容性对微观个体向数字普惠平台授权数据

的影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下的分指标，即保险、投资、信贷等

①　赋分方式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②　相关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58



2025年第 8期

业务使用深度，反映了实际使用总量与活跃度，①而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反映了用户的金融需求

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平台的电子账户实现的。当客户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进行的

交易越频繁、种类越多时，所授权的个人信用数据也将越多，因此，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度量了微

观个体向数字普惠平台授权数据量。表 4 的回归结果显示，文化包容性提升了数字普惠金融覆盖

广度与使用深度，进而使数字普惠金融平台获得了更多数据的授权。

表 4 机制检验：促进数据要素供给——微观个体向平台授权

文化包容性基准指标

控制变量/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 R2

（1）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分指标

保险业务

35.0777***

（6.0270）
是

1751
0.8464

（2）

投资业务

15.0799***

（3.4967）
是

1751
0.9039

（3）

信用业务

3.6610***

（0.7965）
是

1751
0.9567

（4）
数字普惠金融

覆盖广度

3.7871**

（1.8318）
是

1751
0.9770

本文从区块链这一数字普惠金融工具角度，检验了文化包容性是否影响了企业、数字平台和投

资机构之间数据授权的积极性。由于区块链有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数据的合法授权、安全传输、

及时更新和便捷获取，但使用前提是需要一定数量的相关企业、数字平台或机构投资加入区块链网

络，因此，企业对区块链技术的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平台、机构之间利用区块链进行数

据授权与传输的积极性。表 5 第（1）列结果显示，在文化包容性强的地区，上市公司有更高概率投

资或从事区块链相关技术。

表 5 机制检验：促进数据要素供给

文化包容性基准指标

控制变量/行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 R2

（1）
0.1132*

（0.0586）
是

否

4029
0.2081

（2）
0.0234***

（0.0056）
是

是

33349
0.3146

（3）
0.0430***

（0.0103）
是

是

33349
0.3146

（4）
0.0039***

（0.0009）
是

是

33349
0.3146

注：第（1）列被解释变量为截至 2022 年底上市公司公告内容中是否明确提及该企业正在投资或从事区块链相

关技术的虚拟变量，是=1、否=0。第（2）—（4）列被解释变量为 2017—2024 年上市公司年报中数据共享和数据

资产等相关词汇出现的频率。其中，第（2）列为数据共享相关词汇；第（3）列为数据资产相关词汇，包括：大数

据、海量数据、数据平台、数据源、数据资源、数据资产；第（4）列为数据共享和数据资产等所有相关词汇，包括：

信息资源、大数据、数据共享、数据分析系统、数据平台、数据挖掘、数据源、数据资产、数据资源、海量数据、知

识库。由于该表中所用样本为上市公司层面，因此，还纳入上市公司层面的其他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

括：上市公司总资产对数值、总负债对数值、资产收益率，上市公司所在地经纬度、宗族文化及其二次项、普遍

信任水平。

①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二级指标中还包括支付、货币基金等指标，但考虑文化包容性对这些服务的影响

与本文理论分析中所讨论的机制不同，本文暂时未纳入这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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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文化包容性对上市公司数据共享和数据资产持有情况的影响。当一个地区

文化越包容时，一方面，当地上市公司越有可能向数字金融平台共享数据，另一方面，微观个体和其

他机构的数据授权意愿也越强烈，从而使上市公司得以合法持有更多数据资产。上市公司年报中

数据共享和数据资产相关词汇出现的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上市公司的数据共享与数据资产

持有情况。因此，可以预期，当地区文化包容性越高时，当地上市公司年报中数据共享和数据资产

相关词汇出现的频率将越高。表 5 第（2）—（4）列回归结果验证了这一观点。

4.异质性分析

本文关注文化包容性对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的影响是否随时间变化。因

此，图 1 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将样本区

间 拆 分 为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七个

子样本，分别估计了式（2）。结果显示，

文化包容性的估计系数约为 14，且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文化包容性

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至少在本

文样本期内较为稳定，未呈现出明显衰

退的情况。此外，本文还分别考察了供

给端的差异是否会使文化包容性的作

用呈现异质性，以及微观个体特征差异

是否会导致文化包容性对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的影响产生异质性。①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考察了文化包容性对中国当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文化包容性从需求

侧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包容性扩大了金融交易半径。当文化越包容

时，人们便不再过度依赖熟人、宗族等短半径投融资渠道，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交易半径长的数字普

惠金融工具。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包容性促进了数据要素授权与流通。在文化更包容的地区，数

字普惠金融平台被用户授权了更多数据，企业、平台、机构之间数据授权与安全传输所依赖的区块

链技术获得了更多投资，企业更加重视数据共享与数据资产。以上发现为理解中华文化在数字经

济时代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经济机制，也为政府发挥“有为”作用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提供了政策启示：

（1）在数字经济时代，应进一步做好对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注重培育和提高文化包容性。本

文研究发现，文化包容性有助于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其兼收并蓄的精神内核能够有效扩大金融

交易半径、促进数据要素流动。这将有助于释放金融需求潜力、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因此，建

议通过在学校教材、文学作品、流媒体传播等多种文化载体中增加有关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叙事内

①　相关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图 1　2017—2023年文化包容性对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影响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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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在各类法规、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体现包容精神，从文化传承与文化实践两个方面提

升国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内化程度。

（2）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应在文化包容性与金融包容性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以促进金

融资源更有效率地配置。本文研究发现，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与工具供给基本相似的情况下，导致

数字普惠金融地区间发展差异的因素之一是居民在选择投融资渠道时受地域文化习俗的影响。一

个地区的文化越不包容，人们在选择投融资渠道时越倾向于在熟人、宗族网络内部等短社交半径内

借贷，信用基础数据的流转越难突破强关系网，导致金融资本和数据要素配置受阻，不利于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而这也很有可能是小微企业与“三农”领域普惠金融征信困难的原因之一。因此，建

议在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时，应同时注重对农民、小微企业主等厚尾人群的金融素养培养，加大对

数据征信方式和数字普惠金融工具重要性、安全性、便利性、宽覆盖性的宣传，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

融机构体系建设，提高居民对长半径金融交易和数据安全传输的包容程度，重塑居民金融习惯。

（3）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应对文化包容性弱的地区予以更多关注与支持。本文研究

发现，文化包容性强的地区更容易从需求侧自发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在文化包容性弱的地区

这种需求侧的自发推动力较弱。这可能会带来由于地域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数字鸿沟”问题。当需

求侧力量不足时，更应注重供给侧的力量补充。因此，建议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

中，加大对文化包容性较弱地区的支持力度。

（4）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过程中，应关注不同地区在文化包容性上的差异，实行差异化的激

励政策。本文研究发现，在文化包容性强的地区，居民、企业、平台相互之间有更强的意愿进行数据要

素授权并推动数据流通；但在文化包容性弱的地区，该意愿则相对较弱。这意味着，相较于文化包容

性强的地方，在文化包容性弱的地区应实行更强的激励政策来促进数据要素授权与流通。因此，建议

针对不同地区在文化包容性方面的差异，实行差异化的政策来推动数据要素流通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未来的改进方向如下：一是文化包容性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仅限于本文所探讨的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其作用机制也不仅限于本文所覆盖的研究范畴，未来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揭示

文化包容性对经济社会的更多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二是文化包容性的测量方式是一个开放问题，

本文仅贡献了两种可能思路，未来可以开发更多合理且外生的度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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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persisten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iming to 
leverage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inclusively satisfy the financial needs of various groups of society. 
Despite considerable advances in financial digit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level of financial 
inclusivity remains insufficient. Current academic and policy discussions predominantly focus on the 
supply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ts manifold benefi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overlooking the problem of limited financial inclusivity and the demand-side suppression mechanisms 
underlying i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cultural inclusivity， as a demand-side factor，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Cultural inclusivity represents one of the five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ore of 
cultural inclusivity lies in “harmony in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Theoretically， this paper posits that 
higher cultural inclusivity contributes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transaction radius and increases data factor 
supply， thu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from the demand side. Essentially， 
cultural inclusivity reflects a proactive stance in undertaking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diversity. The 
more inclusive a culture is， the less sensitive people’s risk-bearing willingness is to their counterparties’ 
social identities. On the one hand， this enables investors and borrowers to move beyond the short-
radius， acquaintance-based transactions defined by social identity， and to use more inclusive digital 
financial platforms to find optimal risk-return combinations， thus foster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facilitates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and data beyond strong-tie networks based 
on kinship， geography， or identity， thus providing a data foundation fo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refore promoting its development from the demand side.

This paper utilizes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data to measure the cultural 
inclusivity of 297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China； combined with 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it tests the impact of cultural inclusiv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he main empirical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regions with higher cultural 
inclusivity exhibit more advanced development i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econd， higher cultural 
inclusivity reduces reliance on short-radiu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hannels such as those based on 
acquaintances or clans， and increases the willingness to adop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tools with a 
longer transaction radius. Third， in area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cultural inclusivit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latforms are authorized by users to access more data， block-chain technologies supporting data 
authorization and secure transmission among enterprises， platforms， and institutions have received 
more investment， and corporate annual reports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data sharing and data assets.

This paper offers a demand-sid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ssue of insufficient inclusiv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proposes a new theoretical mechanism for the rol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findings provid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roactive 
governance aimed a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Firs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greater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nherit the outstanding el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a focus on nurturing and enhancing cultural inclusivity. Second， financial supply-side reform 
should strengthen both cultural inclusivity and financial inclusivity to achieve a mor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Third，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greater attention and 
support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 regions with weaker cultural inclusivity. Finally， in promoting the 
market-based circulation of data factors，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inclusivity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incentiv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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